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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叙事的经典框架
自《红楼梦》诞生之日起，它的两大主题一

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是以脂砚斋等人关于家
族盛衰的色空主题，也就是张竹批在《金瓶梅词
话》中所说的“冷热金针”的主题。一是永忠等人
对情痴主题的赞扬。这两个最早《红楼梦》传播
的圈子各有侧重，情痴的主题在《西厢记》《牡丹
亭》里已经有非常充分的表达。但关于家族兴衰
的主题似乎是中国文学史带有开创性的，尤其
通过家族叙事结构来展现人物命运和时代风云
的变幻一举奠定了长篇小说的不可动摇的地
位。

《金瓶梅词话》是写“冷热金针”，但《金瓶梅
词话》涉及的只是一个家庭的兴衰，《红楼梦》则
通过荣宁二府、四大家族由“锦衣纨袴”而“树倒
猢狲散”的巨大变故全方位地立体地展现清代
中期中国社会的全貌。这种以家族叙事开启了
后来小说革命的先河，因为在《红楼梦》之前的
长篇小说，虽然在刻画人物、展现时代上有成功
的经验，但基本上是以话本小说的方式在传播，
是通过讲述的方式进行传播，而《红楼梦》率先
打破话本的格局通过文人的阅读来传播，这种
家族的叙事的凝聚力对小说传播方式的改变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四”以降，新文学开启了全新的历程。在
诗歌、散文、戏剧方面突飞猛进，但长篇小说的
成就似乎要逊色的多，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
之》虽然被茅盾称为扛鼎之作，但今天看来仍像
一部大中篇。而之后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
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及张爱玲的小
说，则全是向 《红楼梦》 的致敬之作。他们都
以家庭、家族为结构来展现时代风云的变幻、
人物命运的动荡。虽然西方小说不乏长篇小说
的借鉴之作和楷模，但中国作家对长篇小说的
认同几乎习惯性地将 《红楼梦》 作为一个标
杆，作为一个母本。甚至写出《子夜》的茅盾曾
经改写过《红楼梦》，在改写的过程中剔除了秦
可卿、二尤的内容，重点着眼于大观园的兴衰。
而另一位作家张爱玲更是超级的红学家，不仅
小说叙事深得《红楼梦》家族叙事的苍凉之韵，
甚至写出《红楼梦靥》这样的红学著作。

到了当代，作家们对《红楼梦》的喜好并没
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一些作家的写作仍然找得
到《红楼梦》的影子，欧阳山的《三家巷》承袭的
依然是《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结构，而孙犁笔下
的女性形象不难找出大观园的影子。新中国成
立之初十七年长篇小说经典的“三红一创”中的

《红旗谱》至今得到一些文学史家的认可，很大
程度上也得力于小说所采取的家族叙事结构。
小说通过冀中平原朱老忠、严志河两家农民三
代人和地主冯老兰一家两代人的世代恩仇，生
动了描述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城
乡之间的阶级斗争。

进入新时期文学，《红楼梦》的家族叙事结
构不仅在写实主义作家陈忠实、张炜、贾平凹那
里得到张扬，在先锋作家反而率先凸显出来，莫
言、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中篇小说通过对
家族的窥视、回望、追忆，透过家族的溃败历史
展现新的历史主义的叙事风范。莫言的“红高
粱”系列、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格非
的《青黄》、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以及铁凝新
近创作的长篇小说《笨花》，都是以家族的视角
来展现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困境和精神状态。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张炜的《古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胶
东地区洼狸镇三个家族之间的近 50 年的恩怨
情仇进行独到的洞现，对发生在那块古老土地
上隋、赵、李三家的残酷而血腥的斗争进行客观
而深刻的描绘，结构方式有点类似《红旗谱》，但
作者超越历史的思考和局外人的旁白让家族叙
事灌注了新的内涵。作家的某些思考甚至有些
脂砚斋点评的味道，比之《红旗谱》更具有现代
小说的意味。

之后出现的《白鹿原》在继承《古船》的批判
精神的基础上，更加拓展了《红楼梦》里家族叙
事的境地。它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作为
小说的大观园，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
三代之间的纷争，浓缩了近百年中国农村土地
上的恩怨情仇、爱恨苦乐，写出了历史、土
地、人之间的复杂纠结，由此生出的人性的扭
曲、历史的沧桑、时间的轮回，尽在其间。加
之作家对风物器皿的精细描述，有着令人震撼
的史诗风格。

和《古船》《白鹿原》的厚重和沉重不同，王
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公开表白受到

《红楼梦》影响的，但王蒙没有像《古船》《白鹿
原》采用三个家族之间对立的结构关系，摆脱了

阶级斗争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家庭的内部的矛
盾、纠结和缠斗来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中国社会浓缩到家庭内的文化冲突，浪荡子倪
吾诚是倪家的贾宝玉，但远没有贾宝玉幸运，家
里的三个女人静珍、静宜以及她们的母亲是倪
吾诚的克星，她们之间的“战争”伤骨伤肉，直戳
死穴，是王熙凤式的、赵姨娘式的，全无诗意。

这三部作品通过家庭的和家族的沧桑来书
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家庭（倪家）、一个
村庄（白鹿村）、一个小镇（洼狸镇）的变迁来折
射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是堪称民族心灵史
的伟大作品。

意象小说的深远影响
中国文学的传统非常重视意象的营建，虽

然在中国文论里出现意象一词比较迟，但中国
文学对意境的推崇和意境理论的研究，实际上
接近了后来的意象理论，所谓“象外之象”、“境
外之境”，都是意象理论早期的阐释。而意象派
大师庞德创立的意象派实际也是从中国的唐诗
里面受到启发的。因而中国文学的理论根基实
际是以诗论为基石的。因而《诗经》、楚辞、唐诗、
宋词都充分的体现了意象的美学理想和美学价
值。

在《红楼梦》出现之前，这种以意象美学作
为文学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小说中却没有得到充
分的体现。中国的小说传统无论是历史演义还
是英雄传奇，基本都是重情节结构，在讲故事的
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中的三大名著，都是
根据民间的话本创作综合而成，至于武侠类的

《封神榜》《七侠五义》更是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
来吸引读者。笔记小说也是注重白描，刻画性
格，对意象这样的充盈在中国诗歌中的美学理
想，似乎受到韵文和散文的简单分类而重视不
够。

《红楼梦》是率先将中国的韵文策略和散文
策略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它的外在叙事形态遵
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
理想的实践，这就是将中国诗歌的意象思维完
美地融合到小说中。《红楼梦》里有大量的诗词
歌赋，但这是外在形态，中国的话本小说不乏诗
词歌赋，但它们往往只是评点性的，是连接故事
之间的过渡词，且大多陈词滥调，而《红楼梦》里
的诗词歌赋不仅出色，而且和整体的意象美学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红
楼梦》一开篇就是富有象征主义的大荒山、无稽
涯、女娲石，中间那些大观园、太虚幻境、通灵宝
玉等意象也摆脱了简单的所指束缚，虚实相映，
真假互现，十二钗的人物是实在的、写实的，但
十二钗的命运又是意象化的，尤其是那些关于
十二钗的判词，补充了单纯叙事的不足，在空灵
中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达到了鲁迅所说的

“美人芳草”的最高境界。
中国当代小说始终涌动着一股澎湃的意象

之流。“文革”前，孙犁、汪曾祺、茹志娟等人的中
短篇小说在当时的非诗学化的文学环境里顽强
体现中国小说的诗学传统，其实是对意象写作
的痴迷和执著。孙犁的《风云初记》、汪曾祺的

《羊舍一夕》、茹志娟的《百合花》等不难看出《红
楼梦》的流韵，他们或以女性或以童年视角来营
造的小说场景，和当时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到了
1978年以后，意象大面积的运用最初是作为一
些先锋作家的特殊手段，但很快被更多的作家
在长篇创作中接纳，他们同时又借鉴西方的象
征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诗学特色的意象写作。
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张承志
的《金牧场》、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长恨
歌》、贾平凹的《废都》、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

《平原》，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意象写作的手段，
来丰富小说的内涵和层次。张炜的《古船》属于
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整个叙事的过程中，始终洋
溢着意象的激情，而《九月寓言》则是其意象小
说的代表作，他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在思
想和情绪的载体，正是借助意象的方式进行推
进的。另一位几乎全身心投入意象写作并初步
建立了自己意象王国的作家苏童，在长篇小说

《河岸》中不仅沿用了《红楼梦》中贾政和贾宝玉
父子冲突的结构，库东亮和库文轩的父子悲剧
在历史的大潮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卑微和扭

曲，其深度远非一个伤痕文学所能概括。《河岸》
中几个女性的形象也是意象化的，李慧仙的乖
戾之气由具象转为抽象。王蒙的《青狐》言说的
是现实，但青狐自身的鬼魅和非现实性，也体现
出意象小说的特有魅力。铁凝的《笨花》以华北
平原向喜一家的命运和大革命时代的密切联
系，写出了家族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而选取
棉花（笨花是本地棉花，和进口的洋花相对而
言）这样一个独特的意象，也是追求小说的意味
之外的意味。

一般说来，以一个短篇或者中篇来营建意
象小说比较容易，尤其短篇小说在美学特性上
有人认为它更接近诗歌美学。但长篇小说通过
意象进行叙事有它的难度，因为长篇小说很难
围绕一个意象展开，这个意象的凝聚力不容易
承受和连接多方面的内涵。《红楼梦》的高明之
处在于营建一个又一个的意象群，扩展为意象
群落，从而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红楼
梦》里太虚幻境与大观园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意
象群落，大观园内外又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贾
府里荣国府和宁国府又是相近而又有差异的世
界。至于冷香丸、通灵宝玉、一僧一道等意象，都
有各自的意象品性，它们又能够汇聚成共同的
意象世界，当代长篇小说在创作上虽然受到了
这种意象美学的影响，但在具体运用时，往往停
留在意象的单一性运用上，有些还存在贴上去
的感觉。至于意象群、意象群落的营造，显得极
为稀少，而在意象群落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这
是当代作家更加缺乏的。

圆形人物的大观园
“圆形人物”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

出的概念，是西方小说理论的经典，虽然后来随
着现代派小说的兴起，福斯特的很多观念受到
了质疑。但圆形人物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
圭臬，还是有其生命力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塑
造人物方面自有其特性，人物往往忠奸分明，
黑白清楚，绝大多数是扁平人物，有时候还不
如历史著作写人生动。比如 《史记》 写刘邦、
项羽，就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而在《三国演
义》里曹操的奸和诸葛亮的神、关羽的忠、张
飞的莽，《水浒》 里除了宋江有些复杂性外，
其他人基本也是脸谱化，《西游记》 的人物自
然称不上圆形人物。而《红楼梦》里则塑造了
一大批的圆形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
钗、王熙凤、秦可卿，甚至贾琏也很难用淫棍
来概括他，他对尤二姐的真情，他畏惧王熙
凤。贾珍对秦可卿的一片真情，也不是男盗女
娼之类能概括的。有论者指出，除了王夫人
外，《红楼梦》的其他人物用坏人来概括。

毋庸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
内，受到当时政治风潮的影响，人物被标签
化，好人与坏人、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
革、英雄与败类，常常一目了然，这在“文
革”期间的样板戏的创作中发展到极致。而之
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基本沿袭着
这样一种人物扁平化的路子。对人物的价值判
断常常用政治判断、道德判断、伦理判断代替
审美的写作。20 个世纪 60 年代对邵荃麟“中
间人物”论的批判，赵树理这样的老牌的正宗
延安派，也因为写了《锻炼锻炼》这样不够英
雄化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对中间人物的批判其
实是张扬扁平人物、否定圆形人物的合理性和
经典性。当代小说的人物塑造还停留在造神和
画鬼的孩提阶段。等到刘心武在《班主任》写出
了谢惠敏这样的圆形人物时，张光年等文坛前
辈惊呼《班主任》的价值不是塑造张俊石这样的
正面人物也不是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而是那
个看似好学生又有点异化的谢蕙敏，谢惠敏感
情朴素，把同学捡的麦穗送到贫下中农手上，思
想品格可谓高尚，但政治上随时掌握同学的动
态，及时向学校报告同学的“思想”，而这又不是
出于邪恶的整人的动机。这样的圆形人物，突破
了好人坏人的界限，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定
的深度。谢惠敏品行端正，但不讨人喜爱。其实，
谢惠敏有着薛宝钗的影子，薛宝钗在大观园里
循规蹈矩，是贾母喜欢的好孩子，是大观园的模
范好学生。但她的冷静和乖巧，却得不到贾宝玉
的怜爱，自然也得不到读者的喜爱。谢惠敏和薛
宝钗在道德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她们身上那
股味儿却让人不舒服。古华的《芙蓉镇》显然受

到《红楼梦》的影响，他塑造的女干部李国香充
满了王熙凤的能干、狡诈、贪婪，惜乎道德批判
的气息稍重，影响了人物的“圆度”。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王安忆的《长恨
歌》通过王琦瑶这样独特的上海小姐形象的塑
造，展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兴
衰，其实《长恨歌》是把旧上海视作一个繁华一
时的大观园，王琦瑶的招摇艳丽，不乏金陵十二
钗的繁彩妖娆，小说里旧上海也时时透现出大
观园的铺张奢华，而王琦瑶始艳后衰的命运，甚
至让人想起了那个兼宝黛之美的秦可卿。只是
由于历史叙事的需要，王琦瑶的艳美没有戛然
终止，继续在历史的长河里漂浮。同时期出现的
余华的《活着》里面描写的那个福贵，也是由盛
而衰的见证人，福贵身上混合着贾府诸多兄弟
的气息，和王琦瑶一样也是难以用简单概念概
括的圆形人物。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沿袭他一贯的底层叙事的风格，张大民的贫
嘴、机灵和幽默，时时会让人想起那个巧舌如簧
的刘姥姥，还有那个评点大观园人物的兴儿，至
于张大民的愤怒和发牢骚口气，多少有点焦大
的影子。

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彻底摆脱了人物塑
造的程式，人物的丰富性在作家的笔下得到充
分的书写。张抗抗的《作女》也是对电子时代
新的女性生存状态的全方位的描写，作女已经
是很难用标签来定义，但作女身上体现出来的
郁躁气息，是我们时代的锦瑟表征。丧失苦难
体验的作女，是一个女版的贾宝玉，她的不求
进取和反复折腾，和贾宝玉的乖戾无常如出一
辙。

开放式的阅读结构
现代小说的理论家实践者一直致力于小说

的开放性阅读结构的建造，以改变传统小说的
封闭式的阅读结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罗兰·
巴特的“作者已死”的理论，旨在强调小说文本
与读者的互动性，让读者不只是处于一个被灌
输的载体，而成为一个和作者一样的创造性的
主体。罗兰·巴特为了获得开放式阅读效果曾经
组织学生，把名著中关于恋人的独白进行编织，
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效果，但作为学术研究，并不
能构成小说的有机组成。

《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形成“红学”，成为毛
泽东认为和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相提
并论的中国特色，除了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外，另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开放式阅读结构。也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
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
看见宫闱秘事”。其实是说《红楼梦》阅读结构不
是简单的封闭的圆圈。

《红楼梦》的开放式结构首先体现在它的未
完成性，众所周知，由于传世的 《红楼梦》 或

《石头记》 只有不足八十回，给读者留下了巨
大的想象空间，后来的续书也就在开放式的阅
读结构基础上大展身手，近年来著名作家刘心
武还花心血续了 《红楼梦》，虽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可见《红楼梦》历经风霜而魅力不
改。《红楼梦》 的开放式的结构还体现在“元
小说”特点，虽然“元小说”的概念出现只有
20多年的时间，但《红楼梦》的第一回就开宗
明义地说道，“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
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
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然
后一一描写女娲石与《石头记》的来历，这对
强调真实再现营造逼真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作者告诉读者此书的
来由甚至成书经过，打破小说的内循环结构，而
进入到和读者一起循环的开放式的阅读过程。
至于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
痴，谁解其中味”更是直接跳出来阐释小说和作
者的想法，这种解构小说的做法，常常是后现代
小说的惯用伎俩。

《红楼梦》的开放式阅读结构还体现在脂砚
斋的评点上，评点是中国小说阅读的一大特色，
比如金圣叹对四大才子书，但脂砚斋的评点以
一个介入写作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来作为评
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真假迷离的隔
离效果，更加重了小说的开放性、不确定性，让
读者不仅在雾里看花，而且还可以在雾里描花、
改花。

常规小说要求作者尽量隐匿，即使出现隐
含作者也不是作家本人，目的就是不破坏小说
虚拟的真实。即使出现第一人称叙述，那个

“我”也是叙述人承担叙事的任务，而尽量摆
脱与作家本人的干系，至于摆得脱摆不脱，那
是另一回事，小说的法则是强调作家的不在
场。但自从布莱希特的隔离理论出现后，作家
本人出现在小说中也不被视作大忌讳了。王安
忆在《叔叔的故事》里，就成功地运用了元小
说的手法，我是叙事人，但不难看出就是作家
本人，至少是重合的。马原也是致力于小说结
构的开放性，他小说里出现的那个马原，既是
叙事人，也是人物，还是马原本人。王蒙对作
家以本人的身份进入小说情有独钟，从《蝴蝶》
开始，他就不避讳作家直接进入小说与人物对
话，到近期的《荒芜的悬疑》和《山中》可以说到
了庄蝶何意的境界，作者是作家，也是人物，还
是评述者，一边叙事，一边解说、解构，读者、作
者、评者混沌如一。年轻作家付秀莹的短篇小说

《爱情到处流传》以一个晚辈的口气和身份去窥
视和叙述父辈的情感故事，一边叙事一边言
说，构成了自足的复调状态，这种“流传”的
形态正是开放式阅读结构的一种有益尝试。可
以这么说，王蒙、王安忆、马原和付秀莹这样
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小说里常常充当叙事者，又
是脂砚斋，与读者处于对话的状态，也让自己
成为读者来解读小说。当年《红楼梦》还必须通
过点评的叙事来实现这种复调，在今天的小说
里曹雪芹和脂砚斋不必故意划分身份来进行各
自的叙述，而是复合着身份共同叙述。虽然脂砚
斋的身份至今难以确定，但他（她）介入《石头
记》的形态被当代作家成功“拿来”，因为在新小
说或新新小说派理论看来这种开放式的阅读结
构太高级了。

影响的焦虑
国学大师吴宓早在 1920 年就按照西方美

学的标准对《红楼梦》进行了研读，并在美国哈
佛大学做了演讲，他在 90 年前就惊人地判断

“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
细证详考，且觉佳胜。”（《红楼梦新谈》，〈民心周
报〉第一卷第十七期，1920年 3月 27日，第十八
期）吴宓对《红楼梦》的评价，立即得到了另一位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认可，当晚作诗赠予吴宓。

时值“五四”新文学运动萌动之际，也是白
话小说草创之际，毋庸讳言，“五四”白话小说是
参照西方小说进行的本土文学运动，西方小说
的各种类型在中国作家那里都有类似的演绎和
发展，中国小说的传统是被遗忘甚至被批判的。
这个时候，吴宓发现《红楼梦》与西方文学的标
准，居然“处处合拍”，而且“佳胜”。更重要的是，
吴宓还认为，“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
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
属缈寥寥”。（出处同上）这不仅增强中国文化的
自豪感，也实际上为中国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
新的标杆。这个标杆不仅能够与世界接轨，也能
够激活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红楼梦》不仅符
合“西律”，而且是“西律”的诸美兼备者，也就是
说西方小说能够和《红楼梦》媲美的非常少见。

“五四”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红
楼梦》居然在 200 年前就达到并超越了西方的
小说美学的审美理想，这对提高中国小说家的
文化自信非常具有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
读到《家》《京华烟云》《四世同堂》这样的优秀小
说，也就不奇怪了。

进入 20世纪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起
云涌，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乃至拉美魔
幻现实主义甚至法国新小说派在《红楼梦》中都
能找到类似的痕迹，近20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
思潮也不难在《红楼梦》中找到对应的元素。比
如关于“元小说”的理论、关于女性叙事与女权
的理论，在这部伟大的作品里都可以得到合理
而充分的解释。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类似“五四”时
期的西风东渐，短时间演绎了西方小说近百年
的各种形态，但面对西方强大话语拿出民族自
身文化内涵时，很多作家很自然地回到了《红楼
梦》的根基上。于是有了《古船》《活动变人形》

《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家族叙事形态的长篇
小说。以致连王朔这样被冠之以“痞子文学”代
言人的非主流作家，也对《红楼梦》高看一眼，

“一不小心写出一部《红楼梦》”，可见《红楼梦》
在中国作家中的殿堂地位。

《红楼梦》成为当代作家一个“情结”，让无
数的作家纠结、抓狂，它无疑是一座高峰，高山
仰止，但它又是一座巨障，站在高峰上，是站在
巨人肩膀上，但巨人的肩膀只是肩膀，攀登新高
峰才能成为新时代的巨人。

《红楼梦》与当代小说创作
□王 干

恶搞屈原不应该
6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报道，在成都被誉为

“粽子一条街”的马鞍东路上，有商家挂出一句“雷人”的广告
词：“屈原大叔别跳了，吃个胖姐粽子吧”，网友质疑这广告有不
尊重屈原之嫌。“一个粽子就能让屈原不想死了？把爱国情操看
得太浅薄了吧……”对于传统文化、端午文化和屈原精神而言，
与其恶搞，不如与时俱进，让屈原精神为我们带来启智醒脑、醍
醐灌顶的精神和文化功效，这才更有时代价值。挖掘屈原以香
草为伴、以圣贤为师的“内美”情结。能成为浪漫派的鼻祖，创造
出“骚体楚辞”，这本身就是饱有善美的见证：“长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艰”，努力求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
未悔”，努力向善；“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积极尚
美；“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将兰草情怀当做人格
追求。面对遭馋去职，流放沅湘，仍不放弃本然的内真内美：说
真话，敢说话，不虚伪，敢直言。“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
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推其志
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成为高傲的人格丰碑。恶搞屈原就是
一种标准的“丑文化”和噱头了，为了所谓的广告效应，拿屈原
开涮，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内在的真善美受到了严重扭曲。
各种假文凭、贪污腐化、践踏规则等“内丑”就不说了。单单这个

“内真”，很多人都做不到、做不好。特别是在公共交际场合，真
话、直言成了奢侈品。继承屈原精神，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在的

“真”人、“美”人吧：活在人性纯真中，干在求真创新中，让内在
的真善美得到更多弘扬和光大！继承屈原的韧性的执著和坚
守，让正义慷慨的公共情怀得到坦荡张扬。因为怀有一腔正气
凌然的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嫉恶如仇，拒
绝同流合污，屈原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一腔执著，为公共利益和

国家利益坚韧跋涉。就是楚襄王把屈原放逐
到比汉北更偏僻的地方，他仍然向腐朽集团
坚韧斗争。20余年不放弃。个人的命运和生
死完全成了身外之物。这份坦荡、慷慨、高
傲、无我的精神气节，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的凛然节气：放言、独立、不畏、不惧。“既
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了
自己的美政不能实现，以至于自杀，他的追求多么执著。在网络
社会，借助鼠标，人人都可以对国家发展和各种发展建言献策，
公共性格得到了充分张扬，草根的公共力量在积极汇集。可看
看有些身担要职的专家、学者和公共要人，在这方面的担当却
屡屡让人失望。有的专家坐在地产商的板凳上说话，为高房价
积极辩护；有的专家站在特殊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
话，为大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高价公共品“说情”。而事关绝大多
数群众利益的问题，比如提高中低收入群众收入、降低相关税
率以及加大还富于民的力度等，因为这些话题比较敏感，甚至
有些“刺耳”，他们就回避了，“公共喇叭”没了声音，所以，他们
最应该多读读《离骚》，让悠远坦荡的古韵激荡内在的污垢，让
光耀千古的理想追求摒弃极端功利，而不要成为“庸俗和市侩
观点的应声虫”。继承屈原的朴素、简朴。屈原的节俭在《离骚》
中也有反映：“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
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司马迁说，“其行廉，故其称物芳。”简朴
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务实、安静、朴素的价值观。惟有坚
守这种内心的朴素和安静，才能和民众站得更近，将社会财富
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耿银平（河南）

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电影状
态就是一种接受状态。正如麦茨对电影
与梦的关系阐释：电影是一种“醒着的
白日梦”，它既适应现实，又逃避现实。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电影就是一种建
立在梦想基础上的大众娱乐。而在如今
这样一个网民意识崛起的时代，一个时
间被分得越来越散，注意力很少能够集
中在一点上的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逐
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尤其是体验快
感型的文化方式被更多人接受。于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微电影成为我们在网络
时代所做的“白日梦”。

这个“梦”来自营销者对广告模式
的调整，通过一种更为软性的宣传手
段来实现对碎片化时间的营销价值。
于是有人认为微电影是专门为广告主
定制的。随后，汽车、网游、服装各类企
业纷纷推出自己的微电影。因而可以
说，并非是微电影中植入广告，而是广
告形式的电影化。

现代文化的标志是文化工业的出
现，当消费意识深深植入人们心里时，
一种重视视觉快感的艺术形式为消费
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当后现代邂逅以
解构和碎片化为乐的互联网络，人类
从对文化的认同到文化消费必然出现
各色的只言片语，而权威和指示性话
语则不得不被逐渐消解。

于是，从商业营销手段到视觉艺
术表现方式，微电影看似过渡的自然，
却无形中为艺术本身的审美表现大打
折扣。

一方面，缺乏对电影产业本身的
美学艺术读解，只是单纯为了制造短
暂的享受而制造视觉的快感。既然电
影被局限在有限的时间内，那么在零
碎的印象中成功的必然则是要让审美
的对象在无形的链条中产生审美惊奇
之感。个人认为这主要靠叙事手段的
独特。

另一方面，则是忽视对电影文化

的塑造与凝练。在后来的不少微电影
中，我们可以看到制作者已经试图在
寻求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主要关怀，并
将其运用在审美对象的表现上，比如

《老男孩》中对理想的执著。但我们也
应该看到，更多的微电影在一定程度
上仍停留在表象的情感泛滥上，甚至
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杂
糅在一起，表面上是寻求文化的多元，
实质是制造没有民族信仰与精神传承
下的“四不像”文化。进而导致到目前
为止，没有一部能够真正深入人心的
作品产生。

微电影这个“梦”还在制造，从欲
望真实到理性真实，从平面模式到深
度模式，从消费到欣赏，从无功利到功
利等这一切的转变都还需要时间，需
要理性的思考与社会的关注。否则，
这种视觉文化势必成为广告的附庸，
成为粗浅的娱乐消遣，而非艺术探索
的正确道路。

微电影：网络时代的“白日梦”
□史 媛


